
从相依到共赢:中华民族
共同体经济纽带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发展

郭纹廷

[提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统一的经济体。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变中,经济基础在中华民族共同

体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其逻辑理路是,人们在“共同的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相依性、互补性为

文化习俗等扩散、传播、相通创造了条件和机会,而中原农耕文明中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大一统”传统文化,影
响并强化了各时期统治集团政见的一致性、共同性,执政者通过政治实践及国家制度建设推动形成多元一体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的融聚。 从“自在”“自觉”到“自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济基础

上的利益联结实现了从“相依”“联动”“共富”到“共赢”的跃升。 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共同繁

荣、共同走向现代化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民心基础,在共同发

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发展新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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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中华民族是在漫长历史中各民族经过长期交

往交流交融形成的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民族共同

体。 数千年来,各民族始终保持互通有无、互利共

赢的经济联系,有力增强了国家整体实力,促进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１] 从满天星斗散

居于各地的起源时期,中华各民族之间就存在着

内在联系性,并表现出相互吸收、交融的特点与统

一的趋势。[２]古代封建时期,五方之民农、牧都有,
游牧之民无宫室城郭,是为戎狄,华夏之民专事耕

织,“为了防御游牧人的入侵, 故筑沟建墙以

居” [３](Ｐ.１３)。 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造就了先民们

不同的谋生与物质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因为此,各
民族之间因需求而衍生的各种形式的交往与碰撞

具备了基础和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

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

程。[４](Ｐ.２、８)可见,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物质、交换等经济要素在人

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这一观点在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中得到进一

步廓清,“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

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

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

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５](Ｐ.４０９) 这里的 “交往方

式”可以理解为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诸

要素相结合构成了社会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

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 这里的“社会形式”
就是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文化、法律、艺术、宗教、
制度等的形态和结构。 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之间变化关系的论述,其核心即是经济基础是

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

筑也能够影响经济基础。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变中,经

济基础为各民族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的交往交

流交融创造了多重条件。 在不同时期,人们因物

质、经济利益等因素不平衡而引发交往联系的地

点、规模、方式等不同,但涌动于经济联系之下的

实然性结果却内含着一定的规律,“民族间经济交

往,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和亲、贸易,都是合类性



过程的具体历史形式” [６]。 人们在共同的经济生

活中的经济相依性、互补性为文化习俗等扩散、传
播、相通创造了条件和机会,而中原农耕文明中以

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大一统”传统文化,特别是“九
州同贯”“四海一家”的天下观,进一步影响并强化

了各时期政权建立者政见的一致性、共同性,执政

集团通过政治抱负与政治实践及国家制度建设推

动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中华

各民族共有精神的融聚。 因此,经济基础在中华

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纽带作用。
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在学术界和社

会大众当中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普及[７],查览相关

研究成果,不管是“原生民族论”,还是“建构民族

论”,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体性及其多重属

性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即不同于历史上政治

制度产物[８]的西方民族国家,也非想象的民族虚

体[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实体性,决定了多维

层面的内在规定性及多重属性,即政治共同体、经
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学者们对

其内涵也进行了深刻阐释。 但是,这些阐释更多

的是在单一向度内的深入根植,鲜有人对中华民

族共同体多重属性间的横向关系作出澄清,以经

济纽带为切入视角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尚

属于研究的薄弱环节。 那么,经济因素在推动中

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机理和内

在逻辑是什么? 在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

中如何发挥作用? 这是本文要重点回答的问题。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经济纽带维度:一

个分析框架

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 早在古

希腊时期,城邦成为共同体的依托方式。 亚里士

多德基于对善和道德的追求来理解共同体,他认

为“共同的善”是公民共同生活的价值取向,进而

形成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有机联合体[１０](Ｐ.３)。 滕

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体现持久而真实的共同生活

的有机生命体,与机械的、基于利益联合基础上的

现代社会不同,共同体的联合源自血缘的亲密结

合、空间内的接近和精神的亲近,具体体现为血缘

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１１](Ｐ.２９－３５) 三种

渐进的形态。 可以看出,人们对早期共同体的认

识是,一种凸显人文价值关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

关系网络,是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

的群体生活方式。[１２] 然而,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商
品和贸易日渐发达,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加快,

专业化分工与合作逐渐打破了基于血缘地缘情谊

的社群关系,相互不识的人们在一起从事着各种

生产与交易活动,亲昵而温情的社群被冰冷的世

界取而代之。[１３]如何在这个个体主义盛行的时代

重建 并 繁 荣 共 同 体 成 为 彼 时 的 “ 时 代 之

思” [１４](Ｐ.２５)。 马克思基于人在共同体中的地位、权
利和发展机会的政治批判,做出“虚假的共同体”
与“真正的共同体”的思辨,他认为,只有在共同体

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在真

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

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１５](Ｐ.５７１) 可见,只
有“真正的共同体”才能保障作为类存在的人基于

物质条件的交往,才能兼顾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

展。 显然,人类以何种方式更好地共同生活[１６](Ｐ.１２)

是共同体演进过程中人们探索的重要问题。 滕尼

斯洞察到,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来自人口的增长、技
术的发展与改进、大宗贸易、大规模的战争、大企

业的出现、大城市的崛起等要素。 但共同体演化

路径并非唯一的,我们需要在多重路径的张力中

来理解、看待西方民族国家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流变。 但可以肯定的是,由经济所引发的

要素在人的合类性增长以及共同体变迁中发挥着

基础性作用,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

量即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１７](Ｐ.９１)。
(一)何为中华民族历史演进中的经济纽带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

面发生着纷繁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当中,“决定

性的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

产” [１８](Ｐ.６０４)。 人们为了生活,首先要依靠食物、燃
料、衣着、住房等自然产品,[１５](Ｐ.１６１) 但古代中国农

牧业分工的经济结构和地域分布格局,迫使人们

必须在物资上互通有无,所以分工与交换就为各

民族间的交往联系打开了空间。 “过去那种地方

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

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

了”。[１９](Ｐ.３５)因而,确切地说,由物质生产所引发的

分工及交换是各民族间交往联系的经济纽带。
马克思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

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

度。 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

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

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１５](Ｐ.５２０) 中

国古代各民族的交往与当时各民族的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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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紧密相关,也与劳动分工和劳动产品结构种

类密切相关。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

门。[５](Ｐ.１６５)几千年来,传统农业是先民们最重要的

经济活动领域,农业一直是贯穿于中国传统千年

史之经济基础[２０]。 自战国秦汉时期传统农业经济

形态确立以来,越来越发达的农业及农业剩余支

撑了历代集权王朝的经济繁荣与国力强大,即便

是大国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霸的务实策

略也是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层面强化农业的开

发利用。 因此,这种以种植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被

不断强化,也为传统时代各种非农经济部门,如商

业、手工业、纺织业等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土地是农业区扩展的刚性资源,随着农业区人口

不断增加,人们对土地的需求大大增加,北部地区

越来越多的宜耕宜牧地区被开发成农业区,南方

许多可渔可农地带逐渐转化为以农为主。 然而,拥
有大量的畜群且迁徙不定的游牧部落也需要大面

积的牧场,同时需要一定的农产品和生活物资,因
而也需要扩展,这就与定居农业之间产生了矛盾和

斗争。 西周中期开始,戎狄东侵,在与华夏族的斗

争中,一部分戎狄族融合到华夏族中,另一部分则

迁徙到塞外,结束了中原地区华夷杂处的局面。 农

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在分布上大致形成了以长城和

黄土高原为界的分隔线,逐步形成农业民族和游牧

民族长期并存和互相斗争的局面。[２１](Ｐ.２００、２０２)

在欧洲历史上,大规模的蛮族入侵覆灭了罗

马帝国,其后日耳曼人与当地农业民族同化,由游

牧或半游牧的民族转化为定居农业民族,建立了

农牧并重的经济结构,从此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

的分界和对立极少出现。 而我国农耕民族和游牧

民族长期分界并存正反映了我国历史和社会结构

的独特性。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生产

力水平存在差距,不同经济类型和生活习惯的群

体之间形成交往与联系的需要增加。 游牧经济虽

然牧场广阔,畜群庞大,但这种经济形态单一且不

稳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同时,由于居无定所,
较难形成稳定的社会条件,种植业基础也很薄弱,
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区相比,难以满足人口不断

增加的生产生活需要,常常出现饥疫蔓延、物资匮

乏的状况,这也是公元 ４８ 年南匈奴附汉的主要原

因。 这样,以农为主的地区和以牧为主的地区在

经济上就存在往来必然性和必要性,由此带来的

财富转移并形成利益均衡,成为建立经济关系的

动力,也是形成交往关系的客观规律。 显而易见

的联系模式就是贸易,当然这种贸易与希罗多德

著名的“沉默贸易(ｓｉ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不同。 历史上,通
过互市或朝贡的方式,游牧民族的牲畜和畜产品

输送至中原地区,为中原地区的交通运输和农业

耕作提供了动力,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起到促

进作用。 而中原地区的农产品、手工产品、铁器、
农具和生产技术也不断传入民族地区,不仅促进

了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且丰富了

这些地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另一常见的联系模

式就是掠夺与军事征伐。 虽然这种武力入侵会给

中原农耕地区带来会计成本和机会成本,但这种

外部冲击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中原政权重农保护

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中原体制的内化能力,使征服

者在融合的进程中被中原的经济和文化所吸纳,
加入中华体系,分享中国的富足[２２](Ｐ.３３１、３３５)。 共同

体一定离不开内部结构的有机关联与发展进程的

动态延续,[２３]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

下,我国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形成了长期联系、相
互依存的动态均衡局面。

(二)经济纽带助推共同体演进的机理和内在

逻辑

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为共同体奠

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自秦汉建立大一统中央集

权政府以来,中央政府始终根基于传统农业经济

结构的特殊性质和稳定器作用,以经济纽带将各

地区各民族联结成一个整体。 随着生产要素在各

区域间的流动,农区与其他类型经济区域之间分

工与合作日渐普遍,各民族逐渐突破原有血缘、地
缘、宗教信仰的心理局限,族际间交往的区域与范

围不断扩大,为共同体内政治、文化、社会交往交

流交融创造了条件和契机。
１.经济交往促进文化相融

“文化固定论”和“文化虚无论”是论证文化

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两种典型观点。 朱利安·西蒙

(Ｊｕｌｉａｎ Ｓｉｍｏｎ)认为,在长期分析的情形下,文化和

价值观没有独立的生命,其在经济条件和生产力

之间充当了中间变量,仅仅起着将收入效应传递

给生产行为的作用。[２４]因此,西蒙实际上否定了经

济增长中文化的作用,他认为价值观对新的经济

环境做出反应存在较长的滞后期。 实际上,他的

隐含之意是,文化是由经济创造的,但不是由当代

人创造的,而由前代人的经济生活创造的。 埃里

克·琼斯(Ｅｒｉｃ Ｌ. Ｊｏｎｅｓ)建议采取中间立场,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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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与经济之间存在持续的相互作用(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可以将文化视为经济行为必须通过

的成套过滤器;过滤器能够潜在地放慢经济行为,
但是 最 终 会 因 来 自 经 济 的 反 馈 作 用 而 改

变。[２５](Ｐ.１８１)显然,琼斯肯定了文化对经济的客观

作用,但认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对

称的,经济处于支配地位。 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也认为,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持续的互动

关系,但他强调特定社会的经济现象必须在独特

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路径之下理解。 毋庸置

疑,文化不是静态的,经济变迁过程中必然伴随着

文化融合和跃迁,看待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不能躐

等躁进,必须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语境下探赜钩深。
在«货殖列传»中,太史公司马迁阐析了经济

系统的运行规则及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他
提出,“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

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 人各任其能,竭
其力,以得所欲。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

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

来,不求而民出之。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

邪?” [２６](Ｐ.７６８４)司马迁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的共性,
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任其能、竭其力,其结果

就是社会经济的自组织运行。 两千年前,太史公

就阐明了农、虞、工、商各守其业、分工合作、物畅

其流、共享繁荣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法则。 他

也指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故君子富,好行其

德;小人富,以适其力。 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

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

无所之,以而不乐。 夷狄益甚。” [２６](Ｐ.７６９０)司马迁认

为,没有物质经济基础,社会就很难建立精神文化

层面的追求。 他用浅显的道理生动形象地说明了

经济与精神文化的关系。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
每一种文化都代表了一种在当前的经济力量与社

会力量之间的均衡[２５](Ｐ.２１９),但是,在更多情况下,
文化不会岿然不动,会随着经济发展不断经历自

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的演进过程。[２７]

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经济重心开始逐步南移,
而大运河的开通在畅通南北水运、扩大物资运输

规模、促进商贸、加快信息传递的同时,使其不仅

成为连接北方政治权力所在地与南方基本经济区

的生命线[２８](Ｐ.１０３),为形成全国范围的市场打下基

础,也为南北跨地区文化交流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传统农业和传统农业文化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

核心内容,也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和富饶的土壤。 １９７７ 年出土的西夏鎏

金铜牛,其造型逼真、形象憨态柔和,这件青铜制

品将中原地区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和党项族的民

族特色有机结合,既为西夏社会从游牧经济转向

农耕和畜牧兼营的经济形态提供了实物佐证,也
见证了经济变迁中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２.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共荣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统一不同于波斯帝国的

统一,波斯帝国是包容多样性的统一,而中国则是

抽象的统一。[２９](Ｐ.４２４) 实际上,这一见解并非与历

史相符。 波斯帝国虽然建立了一个以波斯人为核

心的统治中心,但并没有把具有多样性的各部分

真正统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波斯既没有成为帝

国的经济中心,也没有成为文化中心,中央集权统

治之下的诸部分并未形成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稳固

的共同体。 因此,严格地说,许多古代帝国只是一

个强国征服了其他国家的结果,而不是真正的有

其民族和经济的必然条件的统一。[２９](Ｐ.４１５)

有学者认为,维系共同体存续的核心要素都

在于共同性。[３０]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格

局中延续壮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共同性的基因

传承,它至少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秦以来郡县制

度的确立为中国的持久统一做了政治上的准备,
二是以农为本、鼓励耕织的执政思想成为历代集

权政府始终恪守的基本原则,三是包含“道” “天”
“仁”“礼”“德”等一整套教义的儒学思想成为国

家哲学,并通过经济交往广泛传播。 这些共同性

要素在中华民族形成一个日益加强的整体的进程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而,传统时期,各地区

之间虽然在地理空间上有间隔和区别,但是这些

并不能阻断各民族相互间的往来联系,不能阻隔

以中原为中心的各地区各民族的对流迁移,进而

形成不同地区经济生活、风俗习惯、服饰建筑等的

多样性和政治文化上的统一性。 中华民族始终在

包容多样与统一的趋势中演进。 历史上,黄河中

下游地区是最先繁荣起来的农业区。 春秋战国时

代,中原农业区和南方农业区关系日益密切,到汉

代形成了统一的汉人农业区。 西晋王朝内部发生

混乱以后,在南北相持的局面中,中原地区在政治

上与北方畜牧业区形成一体,但在经济形态上和

南方农业区基本一致。 结果不是北方农业区被畜

牧业化,相反,是入居中原农业区的少数民族被农

业化和汉化了。 中央政府通过土地、赋税等制度

控制基本经济区,并用军事与官僚的统治组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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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国家[２８](Ｐ.４)强化中央治理权威。 正是较为稳

定的经济结构、利益分享机制、一体化治理及秩序

主义的儒家思想,使各民族滚雪球般融聚于中华

民族共同体内。 因此,虽然民族的凝聚或离散状

况的演变更替,与政治制度的自身演变发展息息

相关[３１](Ｐ.１９４),但古代中国在政治上统一的趋势以

及各民族间联合和融合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客观经济条件作用的结果,因为国家的意志,归根

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５](Ｐ.２５８)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经济纽带的历史演进样态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
发展和巩固的文化共同体,也是具有多元一体格

局的政治共同体,更是以经济联系为纽带的利益

共同体。 马克思在论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时指

出,人们努力争取的一切,都同利益和财富有

关。[１８](Ｐ.１９６)太史公司马迁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
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可

以说,追求利益与物质财富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精

神动力,而这一力量犹如一股潜流,牵动着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历史脉动。
(一)相依:自在时期共同体内经济互补共生

与内生融合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

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

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

历史过程所形成的。[３２]自在发展时期,特别是春秋

战国时代以来,由于铁犁牛耕的普及和推广,社会

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

经济形态得以确立,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的

基本模式成为先秦时期乃至其后社会形态发展的

经济基础,也成为各民族间相互接触、渗透、融合

的依托。 马克·格兰诺维特认为,个体对利益的

认知和行为选择不仅取决于当下的利益关切,还
受到 过 去 的 历 史 经 验 和 社 会 关 系 结 构 的 影

响。[３３](Ｐ.２９－３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漫长历史时

期中基于对人口、土地等资源的争夺,使得中原农

耕民族与边疆游牧渔猎民族之间政治碰撞和军事

征伐时有发生,南北朝、辽、金、元、清时期北方少

数民族南下问鼎中原,与此同时,人们基于物质条

件的交往联系变得更加频繁,与之相伴的是中原

文化对边疆地区的输出和扩展,并进一步影响边

疆地区社会变革发展的历程。
首先,这一历史阶段统治集团自上而下推动

创新与变革,不仅改变了边疆地区经济面貌,而且

进一步促进内地与边疆地区政治文化的互鉴融

通。 秦汉时期大部分边疆地区处于氏族社会或者

奴隶制社会等较低层次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水

平普遍较低。 伴随着中原与边疆地区的互动,少
数民族吸纳中原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优长而实施

经济制度变革,在原有的采集狩猎经济和游牧经

济之外出现农耕、纺织、冶炼、制陶、采矿等新的生

产部门,使边疆经济出现新的增长点,成为推动边

疆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与发展的新动力。 如西汉时

期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大力推行屯垦,同时,推广

铁犁、耧车、牛耕、代田法和区田法等先进的农业

耕作技术,重视兴修水利灌溉设施,使西北边疆由

以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农牧并重的经济结构演

变。 东北地区的契丹、女真等民族,在中原农耕经

济的影响下模仿中原王朝建立较先进的政治经济

制度,从游牧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并在此基

础上增强军事实力,建立强大的政权。
其次,王朝统治者通过政治统合加强对边疆

地区的影响,引起边疆地区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

化,推动边地一体化进程。 历代王朝积累了丰富

的治边经验,形成各种类型的政治统和策略和手

段,包括征讨、占领、驻屯等军事手段和盟誓、朝
贡、和亲、质子、羁縻等和平方式。 如西晋武帝时

期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招抚政策,北方出现了汉

人与少数民族大量杂居现象,促进了民间经济文

化的交往融合。 唐代文成公主进藏,把中原的农

具制造、种植、纺织、建筑、造纸、酿酒、制陶、冶金

等生产技术传入西藏,西藏地区农产品加工、纺
织、刺绣等生产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社会获

得跨越式发展。 清代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

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改革,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

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废除原来土司的赋役

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改土归流不仅加强

了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也促进了边疆地

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历代中央政府还通过兴办屯

垦、鼓励移民等方式,把中原汉人迁往边疆地区,
给边疆社会植入稳定条件和大量拥有生产技能的

劳动力,有效促进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的

交流与发展。 汉武帝时期仅在西北即置屯田士卒

６０ 万,并设专门管理机构。 隋唐时期除西北外,还
在西南、川西、南诏等地区设置屯田,屯田土地达 ５
万顷。

再次,这一时期持续而频繁的商贸往来,进一

步促进中原与边疆地区文化交流和大一统政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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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商贸往来不仅有朝贡方式的官方贸易往来,
更有大量民间自发的贸易往来,这一过程也是中

原文化向边疆地区大范围渗透、扩展的过程,推动

汉人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融

合。 如秦汉时期以畜牧为主的匈奴人为了解决生

产和生活的需求,用牲畜、皮革等物品与中原农耕

民族的铁器、铜器、陶瓷、漆器、黄金、服饰、药物、
丝织品等物资进行交换。 西汉初开始与南越国互

通关市,逐渐形成互市制度。 东汉互市的规模进

一步扩大,互市的对象包括乌桓、北匈奴与鲜卑。
隋唐两代主要与西北边陲蛮夷互市。 宋朝与契

丹、渤海、党项等周边地区少数民族互市不绝。 互

市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农业、工商业、手工业发展及

水陆交通线的建设。 秦汉以来大量中原汉人南

迁,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

化。 客家人南迁、汉人入藏、湖广填川、东北流民

等,这些移民浪潮中伴随着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不
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也使边疆地区逐渐接

纳、认同并实践国家一统的治理模式。
(二)联动:自觉时期危机应对中经济自救与

转型发展

至晚清时期,专制政府政治靡废,社会经济凋

敝,人民生活愈发悲凄。 鸦片战争前的清王朝已

是气息奄奄,处于全面崩溃的前夜[３４](Ｐ.１０)。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列强开始全面侵华,清政府软

弱战无胜绩,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
这一时期,国内各民族在反抗清王朝封建专制统

治和西方列强的殖民压迫中逐渐觉醒,形成了“自
觉”的斗争意识。 自 １８６１ 年开始,晚清政府试图

变法图强,推进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

建设[３５],尤其是洋务运动后,共同体内经济联系愈

发紧密,一体化联动趋势加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实体性、共同性并不因时局动荡而减

弱,[３５]各民族民众通过迁移、商贸、经济开发建设

等活动进一步加深了解,中华民族在团结统一基

础上逐渐从传统向现代国家转型。
首先,这一时期腹边一体化联动产生了一批

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推动国内封建经济结构逐渐

向资本主义近代机器工业体系转型。 洋务运动

后,逐渐深入、逐渐展开的对外商业活动促使传统

农工结合体经济逐渐分解,国内政商界在“师夷之

长以制夷”的思想驱策下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一批地主、官僚、买办

商人转化成民族资本家。 中国各地经济的差异性

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中国在地主经济基

础上,必然有很大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生产物,须
通过赋税或地租的方式转化为商品,所有这些条

件,都会直接、间接拓展市场,[３６](Ｐ.１４４)同时,伴随着

国际资本进入、机器设备的输入和资本主义经营方

式的推行以及商工业市场分工扩大,各民族民众被

更加深入地卷入到资源、技术、资本等要素一体化

的大市场中,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产业工人。
其次,随着各地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的逐步推进,边地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开始改

善。 清末,全国陆续建成铁路 ９０００ 多公里,除了

西北地区外,东北、北方、华东、西南等地均有铁路

线运营。 １８９５ 年前,全国电讯交通“东北则达吉

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

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 [３７](Ｐ.１５６６),１９１９
年北洋军阀在新疆安装无线电通信设施。 １９０９ 年

前,宁夏、新疆、西藏等地设立了邮政机构。[３８](Ｐ.３０１)

全国范围内交通通信网络的形成,为人口、物资、
资本、信息等要素向边疆地区流动、形成腹边一体

化发展格局创造了必要条件。 如晚清时期开放边

禁后,内地迁居东北地区从事农业开发的移民,运
用中原先进生产技术提高东北地区农业产出水

平,使东北逐渐成为近现代中国的产粮重地。
再次,近现代商贸网络的发展使各区域间形

成了经济互通的格局,进一步深化了各民族在经

济上的相互依存。 辛亥革命的转捩作用不仅在于

它推翻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更在于促动封建经

济基础解体和变形。 清末民初,传统农工结合体

逐渐分解以及交通、货币、税制等方面逐步便利使

新式商工业规模逐渐扩大[３６](Ｐ.１４５)。 农民大起义

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由官业和民间自发的商品

贸易使内地与边疆的农工商贸交流越发频繁,逐
渐形成了全国联动的市场体系,为此后形成统一

的现代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 如西南地区很多群

众都参与的“马帮”促进了南北地区的商品流通和

文化交融。 新疆养蚕业有了很大发展,南疆通过

聘请内地专业人士,采用新技术,蚕桑业有很大发

展,１９０９ 年 南 疆 蚕 丝 产 量 增 加 到 ７０ 多 万

斤。[３９](Ｐ.１５３)

(三)共富:自强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利益

整合与共建共享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以来领导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获得民

族独立与解放的胜利。 此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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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使中华民族

整体利益和各民族利益得到体现和保障,民族与

国家的关系得到统一,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现代

国家的建立。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统一经济体,这
一属性判断不仅源于历史上中华各民族经济发展

方式的互补性和经济联系的紧密性[４０],同时也受

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

要求的规约[４１]。
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

体”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各民族在经济上互通有

无,相互依存,各个不同的经济单元最终汇集成一

体,在夯实经济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不断走向新的胜利[４２]。 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

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民

族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建立了独立而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

国民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后,束缚生产力发展的

种种障碍被逐渐破除,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使农

工商三次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各族人民在平等

团结的社会政治构架中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果。 王希恩

先生认为,经济的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是民族内

部聚合力最牢固的基础[４３]。 新中国成立以来,来
自经济层面的纽带作用,在不断增强各民族共同

性的同时,为共同体内政治认同、文化融合创造共

同的价值基础。
一方面,按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本质要

求,我国将改革作为第一驱动力,以持续的经济增

长为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奠定基础。 “每种的

经 济 活 动 都 渗 透 有 社 会 的 或 政 治 的 作

用” [３６](Ｐ.１４５)。 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

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４４](Ｐ.３６３),党和国家在不同历

史时期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不同的战略部署和

实施策略。 建国初期,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国家

优先在民族地区安排冶金、石油、天然气、煤炭等

能源资源重大项目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民

族地区建立现代工业体系。 １９６４ 年到 １９８０ 年,党
中央在中西部的 １３ 个省、自治区全面开展三线建

设,投资 ２０００ 多亿元,动员几百万人力,进行国

防、工业、交通、科研和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变了

中西部地区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运输、邮电通信落

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状况,初步构建了西部地

区现代化工业体系框架。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做

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等重大决策,实施

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

展等一系列区域性支持政策,边疆民族地区的市

场规模、商品贸易、货物运输等快速发展,各族群

众享受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网络物流等的均等

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４５],科技文化教育等各项

事业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另一方面,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城乡

和地区发展,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为牵引,将边疆民族地区更广泛的纳入到统

一经济体中。 如南水北调、北煤南运、西电东送、
西煤东运、西气东输、南粮北运等资源跨区域调配

工程,形成全国各区域间合作与发展一盘棋的格

局。 尤其是青藏铁路、扎墨公路、独龙江公路等偏

远地区交通线路的开通运营,彻底打开了边疆民

族地区封闭隔绝的地理与心理空间,增强了边疆

各民族对祖国的政治认同、情感相依。
(四)共赢:新时代经济纽带牵引共同体建设

巩固情感共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注

入新动力,民族地区发展也迎来了历史性变迁。
但是,纵观国内外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

形势复杂多变,由利益、资源、意识形态等因素引

发的各种风险隐患棘手难测,面对复杂的国内外

形势,我们更要团结一致、凝聚力量,确保中国发

展的巨轮胜利前进。[４６]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民族建设是创造由共

同的历史和文化连接的共同体意识,这是任何外

部力量无法达成的。[４７](Ｐ.１０８) 福山的这一观点强调

了民族建设过程中历史经历、文化元素等内在因

素对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作用,但历史上很多

欧洲国家民族建设是基于某一占主导地位的语言

文化群体,一些国家甚至强调单一民族的纯粹性

导致排外或民族主义极端化现象。 而观之中华民

族共同体,历史的嬗递表明,经济互补相依为各民

族互通以及“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

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

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

大的民族精神” [１] 提供了密不可分的牢固纽带。
正是基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对统一的内在价值

７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追求及由经济奇迹造就的强大国家实力,各民族

才可以在安全、稳定、统一的共同体内共享由“富
起来”向“强起来”飞跃的荣光,共同体意识不断加

强。 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共同体的一致性是由

其同质性、共同性所构成的[４８](Ｐ.９),与西方一些国

家忽视族群多样性而突出强调建构同质性的民族

国家不同,中国是包容多样而聚为一体的民族共

同体。 当前,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和

民族复兴的一致性目标进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运用三次

分配协调机制分好“蛋糕”,把维护国家整体利益

和各民族共同利益、提升人民共生质量作为共同

体建设的重中之重。
首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的成

就,为各民族“五个认同”、文化交融和精神融聚奠

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２０２０ 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

全面胜利,民族地区 ３１２１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真正实现了“全面进入小康社

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４９]。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 年,民族地区生产总值从 ５.１ 万亿元增

长至 １３.３ 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 ２８１０９ 元

增长至 ６８９０４ 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基

本保持在 ５％以上①;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不断完

善,航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以及西部陆海新通

道建设,极大改善了民族地区与区内外联系,成为

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助力器;民族地区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５０] 正在加速形成,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３ 年,民族地区进出口总额从 １００３ 亿美元增长

至 ２２９８ 亿美元,实现翻倍,年均增长 １０.７％②。 城

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及基本公共服务

差距持续缩小。
其次,经济发展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发挥重要的牵引作用。 新发展阶段,国家深入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

格局,支持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
全国统一经济体的形成为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场域

和制度条件。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大内需”
时代,国家支持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民族

特需商品、大数据和其他有优势的产业,边疆民族

地区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市场规模、商品贸易、物
流网络等快速发展为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基础性条

件。 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中,作为跨区域资本融

通的平台,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促进了各地区企业

资源整合与业务拓展,增强了地区间相互依存度。
以“互联网＋”为特征的各类数字平台为共同体内

资源共享、政治参与、文化融通搭建了分众化、智
能化、普惠性的便捷通道。 可以说,新时代共同体

内各民族间经济交往、文化交融和情感塑造的广

度深度前所未有。
再次,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为新时代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工具支撑。 新时代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不能局限于意识形态上的建设,不能

停留在价值层面上的应然抽象之中,而更应该从

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度探寻工具性支撑[５１]。 各

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对于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

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改善民生、
凝聚人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

速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

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等,边疆民族地区

社会结构和少数民族地域分布发生了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多元化的利益与价值诉求、信息茧房、
时空脱域、外部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等增大了聚

合人心的难度。 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不仅提高

各族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增强各族群众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成

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５２]。 充分的

在场感、认同感和参与感将使各民族在共同发展、
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可持性发展新道路上,实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超越。
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需要从

中华民族诞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寻求理论答

案。[５３]追溯历史可见,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常态,管子也曾经提出“仓廪实而知礼

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见解。 进入文明社会的中

华民族先民们,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对抗自然的能

力加强及剩余劳动产品交换的需要,不断冲破地

域、族群、语言等界线和限制,形成了各民族长期

交往互动的格局。 自在时期共同体内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不仅使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形成经济

上的互补依存,更是造就了焕发异彩的春秋战国

“轴心时代”,及秦汉以降“大一统”政制秩序下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自觉时期各民族同胞在反

抗专制统治、共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中民族意识觉

醒,晚清洋务运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边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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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推动形成内地与边疆地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为中华民族团结自救及族际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创

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是中

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新生时期,中国共产党超越

以往任何政治力量,建成社会主义新中国,并团结

带领各族人民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民族

逐渐突破原有的血缘、地缘、宗教信仰等禁锢,使
跨区域经贸协作、文化互鉴和族际流动成为常态。
进入新时代后,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和

民族复兴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较
为紧密的经济往来、较为发达的经济环境为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物质基础[５４],而各民族共同

走向现代化将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奠定社会基础、民心基础,为各民族共同富裕和

“五个认同”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将继

续书写中国及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５５](Ｐ.１７５)。
历史充分证明,各地区各民族只有不断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才能更好推动

国家经济繁荣、更好实现自身经济发展。[１] 新时

代,边疆民族地区要继续发挥经济领域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的牵引作用,以新型工业化并联式带动

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和科技发展,坚
持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５０],以
加强地区间的交流合作为契机,更好的融入全国

统一的大市场。 同时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三个

意义”,既要夯实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更要不断

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世界,在实现物的全面丰富

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
②同上。

参考文献:
[１]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０９－２８(０２).
[２]刘正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考察[ Ｊ] . 中华民族

共同体研究,２０２２(１).
[３]钱穆.中国经济史[Ｍ].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２０１９.
[４]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宁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宁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 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杨思远.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Ｊ] .学

习论坛,２０１３(８) .
[７]杨须爱.“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演进史钩沉[Ｊ] .中华民族

共同体研究,２０２２(３).

[８] Ｊｏｓｅｐｈ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 Ｅｔｈｎ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９５.

[９]金炳镐,裴圣愚,肖锐.中华民族:“民族复合体”还是“民
族实体”? ———中国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Ｊ] .黑龙江

民族丛刊,２０１２(１) .
[１０]颜一.亚里士多德(政治卷) [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
[１１]胡寅寅.走向“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

究[Ｄ].黑龙江大学,２０１４.
[１２]韩升.西方共同体主义的和谐意蕴[ Ｊ] .上海交通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６) .
[１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ａｋｅｓｈｏｔｔ.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３２０.
[１４][英]保罗·霍普.个体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Ｍ].沈

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宁著作编译局.马克思

恩格斯文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６][德]卡尔·雅斯贝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Ｍ].李雪

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宁著作编译局.列宁选

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宁著作编译局.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１９]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宁著作编译局.马克思

恩格斯文集: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０]Ｂｌｕｎｄｅｎ,Ｃ. ａｎｄ Ｅｌｖｉｎ,Ｍ.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Ｏｘｆｏｒｄ:

Ｐｈａｉ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５０.
[２１]李根蟠,卢勋.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

干问题探讨.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Ｍ].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２２][英] 邓刚.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均衡与资本主义停滞

[Ｍ].茹玉骢、徐雪英,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２３]严庆,王跃.关切与进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思考

[Ｊ] .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２４(３) .
[２４]Ｊｕｌｉａｎ Ｓｉｍｏｎ.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Ｎ.Ｃ.: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１９７４:１０５.
[２５][英]埃里克·琼斯.文化融合:基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

历史批判[Ｍ].王志标,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２６](西汉)司马迁.史记(卷 １２９)·货殖列传第六十九[Ｍ].

今注本二十四史,第 ２５ 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２７]青觉,谭刚.“形神”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进路

新探[Ｊ] .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２４(５) .
[２８]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Ｍ].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４.
[２９]刘家和.古代中国和世界[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
[３０]于春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策话语的发展脉

络与构建逻辑[Ｊ] .探索,２０２２(１) .
[３１]孔庆榕,张磊.中华民族凝聚力学[Ｍ].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２]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Ｊ] .北京大学学报,

１９８９(４) .
[３３][英]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

[Ｍ].王永雄,罗家德,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９.

９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３４]郑凯旋.什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Ｍ].北京:中华工

商联合出版社,２０１４.
[３５]沈桂萍,周鹏.比较视野下的晚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设———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叙事为视角[Ｊ] .西南民族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４).
[３６]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３７]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三) [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２.
[３８]本书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Ｍ].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２０２５.
[３９]厉声等著.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Ｍ].北京:五洲传播出

版社,２０１３.
[４０]孟凡东,田园,孟成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重属性与科

学内涵[Ｊ]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４) .
[４１]代宏丽,敖日格乐.习近平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

多维阐释[Ｊ]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５).
[４２]李亮.全面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实践

[Ｊ]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５) .
[４３]王希恩.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 Ｊ] .民族研究,

２００６(３).
[４４]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统一战

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４５]朱军.复合现代性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Ｊ] .民

族研究,２０２４(３) .
[４６]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Ｎ].人

民日报,２０１９－０９－２８(０２).
[４７][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２１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

世界秩序[Ｍ].郭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１７.
[４８][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

寻找安全[Ｍ].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９]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 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

新宁夏[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０－０６－１１(０１).
[５０]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 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

[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４－１２－１１(０１).
[５１]龙金菊.“共同体”语义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Ｊ] .广

西民族研究,２０１９(２) .
[５２]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

族工作高质量发展[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０８－２９(０１)
[５３]王延中.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 Ｊ] .青

海社会科学,２０２４(４) .
[５４]高永久,杨龙文.论民族互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

辑关联[Ｊ] .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２２(５).
[５５]胡鞍钢,周绍杰.２０３５ 中国:共建共同富裕社会[Ｍ].北

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２２.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５－０６－０３　 责任编辑　 王启涛

０２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５ 年第９ 期


